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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紅臉唱到底──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 郭宇寬

 

一 前 言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

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

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份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

泊爾的政治動蕩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

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

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

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

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

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援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

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

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

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

年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布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

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年4月印度總

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

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黨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

（'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

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

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這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

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問

題：

一、他們為甚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甚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甚麼？他們是恐怖份子麼？他們是「紅色魔

鬼」麼？他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於何方？

四、 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甚麼樣

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二 邂逅「毛份子」與「毛份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份子又稱納薩爾運動份子，根據法國《解放報》2006年4月18日的報導，毛份子的行

動和實際控制地區達到「印度國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據印度員警機關的估計，各派別

（如the people's war 'PW', 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 people's guerrilla

army 'PGA' 等互不隸屬但是結成聯盟並相互支援的組織）的毛份子總共在全國僅核心幹部

（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們的武裝擁有約6,500支正規武器和大量自製武器；官

方公布的統計資料從2000到2004年平均每年毛份子發動的武裝襲擊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

的死亡約500人。

從這些資料看，毛份子在印度確實無處不在，但筆者在印度卻發現這種資訊很容易被誤讀，

「行動和實際控制」的含義很難確定。和尼泊爾不同，在印度毛份子雖然在叢林地區有很多

訓練營地，但並沒有在一個行政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毛份子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也基

本上是政府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黑夜，他們的網路遍布全國，只是有些地方實力較為強

大，有些地方較為弱小而已。至於印度毛份子具體有多少，我更是懷疑官方資料的準確性，

連毛份子自己恐怕都給不出準確的資料，因為很難界定甚麼是核心幹部。而且由於各毛份子

派別組織形式和成員認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隸屬，甚至沒有比較準確的資料來表示印度

的毛份子總數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說崇拜毛澤東的人，全國有幾億，我決不會吃驚，不

過我從毛份子口中聽說在全印度毛份子武裝的專職戰鬥人員大約不到一萬人。

由於在印度毛份子是被政府打擊的目標，被歸類為恐怖份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幹在公開場合

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他們作為地下黨，如果要搞活動和宣傳的話都用一個「黨名」，

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改頭換面為工會幹部、農會組織者、學生組織領袖、左翼新聞記者

等身份，幕後操縱很多活動，當有一起暗殺發生，比如2003年用炸彈襲擊Andhra Pradesh省

省長Chandrababu Naidu之後，還有2000年刺殺前內務部長A. Madhava Reddy後，都會有傳

單標語宣布毛份子對此事負責，但在員警和公眾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毛份子同情

者」。

由於毛份子武裝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殺一類的「革命行動」，是被政府通緝的目標，早

加上他們的精神導師來自中國，所以在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人採訪毛份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

情，有幾種事可能發生：一，一個中國人在印度和毛份子接觸會讓員警當局感到敏感，也許

會被懷疑是軍火販子，而被傳訊。二，給被採訪物件帶來麻煩，如果一個毛份子身份被披

露，被眾多破不了案的刺殺綁架搞得焦頭爛額的員警，就會找上門來審訊此人，希望獲得情

報。

我此次採訪的主要協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我們在一次在美國的純學術研討會上認

識，由於都對社會公正問題比較感興趣，聊著聊著他就聊到了革命問題，他極為認同在印度

搞武裝革命，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極為讚賞。這讓我非常吃驚，並激發了進一步的興

趣，他跟我講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彷彿發生在中國的昨天，但卻發生在印度

的今天。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自己從學生時代就秘密加入了毛份子的週邊組織，後來長期



扮演印度某省毛份子武裝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過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觸到了一些「毛份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農民這樣

的底層群眾，但骨幹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曾見到一位公開身份是某商業媒體編輯

的「毛份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讀了《毛選》以後，就加入了大學裏毛份子的

組織，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叢林裏去參加了游擊隊，他輕鬆地告訴我他曾經參加過6次刺殺地主

的行動，都成功了。他們殺了地主以後，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會逃到城裏避難，於是他們就

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大多數情況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聲。他解釋這是以紅色恐怖

來回擊白色恐怖。不過他自己在一次行動的籌備過程中不幸被捕，員警把他帶到叢林裏準備

秘密處決他，幸虧他的同志們及時把消息捅給了媒體，在媒體的干預下，員警不得不把他帶

去接受法庭審訊。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屬大多不敢出庭指認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農民更不會

指認他，很多「毛份子同情者」對他聲援，結果由於證據不足，他在法庭上大義凜然地否定

所有指控，最後被宣判無罪。他描述自己現在的工作是走出叢林在另一條戰線上和資產階級

戰鬥。還有一個私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但他會利用他的課堂傳播

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喝醉了告訴我，現在他的職業身份是大學教

授，但一旦為了革命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後來我放棄了去搞清楚，誰是毛份子，誰是「毛份子同情者」。我的採訪是非常謹慎低

調地進行的，大多數時間我以了解印度社會的名義，到處逛逛，和各階層的人顯得無意的隨

便聊聊他們對於毛份子的看法。但反諷的是，一些「毛份子同情者」和我說起「革命行動」

來，一個個很是自豪，激動處嗓門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個餐館，幾個人敲著桌子唱起了

「革命歌曲」，店主知趣地避到了一邊，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別人聽見，會造成誤會。

和所有這些人的接觸獲得的資訊與公開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使我可以對印度毛份子革命的

狀況作一個基本的判斷。

三 他們為甚麼選擇毛的旗幟

我曾多次詢問那些堅定的毛份子有沒有聽說過，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的公開表態：

「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

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

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他們的反應普遍非常不屑：「那有甚麼奇怪，現在中國是

走資派當權。」

他們舉起毛的旗幟要從中國輸出革命的年代說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的萌芽幾乎和中國同

時在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產黨也是一隻活躍的政治力量，

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奪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印度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

路，但議會民主並不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種姓歧視，官員腐敗等依然困擾著印

度社會，很多社會底層民眾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絕望感。

而這時候中國成為了對印度充滿感召力的磁石，一個被投射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烏托邦。一位

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告訴我，他那時還參加過一些以戲班子，演出隊名義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

傳隊。這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通常會在田間地頭舉行文藝表演，當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以後，

他們就會用類似說書的形式講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故事，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原本和

印度一樣貧窮落後，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起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



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生活非常幸福，這個神話對於不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印度農民來

說會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更是給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針

強心劑，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檔案，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

內容。我在印度見到一些毛份子能大段的背誦該文的內容，令人瞠目。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

二十周年的名義，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

一戰線」、「黨的領導」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

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這套革命理論給印

度的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啟發，他們驚喜地發現，印度和中國都有「半殖民地反封建」的傳

統，都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革命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在印度為甚麼不能？

1966年，印共(馬)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查魯‧馬宗達為首的一派由於對黨中央的路線不

滿，秘密成立了「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1967年，以

馬宗達為代表的革命家領導下，他們在西孟加拉邦以盛產大吉嶺茶著名的的納薩爾巴里村起

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那並不是第一次造反，確是第一次被中國共產黨

公開支持的造反，《人民日報》緊接著就發表社論，歡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讓他們至今

都興奮不已。這場起義雖然不久即被撲滅，但它的「星星之火」卻傳播到了更廣大的地區，

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匯聚加爾各答召開秘密會議成立了全印革命協調委員會（AICCR）。他

們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個「新印度」，不過和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們

似乎比較忽略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在革命勝利之前他們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興無滅資」

的底牌。「納薩爾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宗達宣布：「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

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他為革命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宗達說，

「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

級仇恨的表達。游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

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宗達甚至比中國的革命者更加激烈的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

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馬宗達這樣的革命家都

是出生最高的種姓婆羅門，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家庭。

也許是因為他們這種革命理論的極端性，使他們很難在一個地區徹底站穩腳跟。在我和毛份

子交流的過程中，我多次聽到他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有一個自己的『葉南』」，我一開

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延安。但幾十年來即使在一些毛份子勢力強大的地

方，也基本是「員警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夜晚」。同時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斷分裂之

中，其中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說中國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噴嚏，1971

年林彪墜機給了印度毛份子當頭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為他們把林彪當作了毛澤東軍事理

論的繼承發揚者；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森握手言歡，又導致了毛份

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國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無

產階級革命的聖地落入修正主義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淪陷一樣讓人五內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於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叢林，放棄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議會政治，

而那些堅持下來的革命者在更加艱難的環境下鬥爭，並且更加執著。除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

裝鬥爭，最近幾年毛份子們的鬥爭重點從土地改革和工會運動，擴大到了反對全球化，反對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及反對種姓制度，這樣有助於擴大他們的支援面。當一個失業的工人、

一個破產的農民或一個無法養家糊口的手工業者，對生活感到絕望的時候，也許一個身邊的

熟人就會和他談心：「為甚麼有些人這麼富裕，而你這麼貧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不是因



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為甚麼不和我們一起把它砸個稀巴爛。」

可以確信的是只要一個社會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存在，毛理論就能夠找到根植的土壤，而

毛的旗幟就會繼續飄揚，就像我曾經問一個毛份子：你們為甚麼要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崇拜

呢？他回答：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

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

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

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

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四 他們為甚麼唾棄選舉

通常的觀點，毛份子的政治主張諸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窮人福利，為包括共產黨

（CPI和CPM）在內的大多數黨派所贊同，至少不反對，不同的是其他政黨的共識是需要用漸

進的議會政治的道路來實現社會改良，而毛派公開宣稱議會政治是骯髒的，用暴力革命來打

碎現有政治體制是唯一的出路。

難道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就無法通過選舉參與政治麼？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即使共

產黨中的左派（CPM）都有過非常好的選舉成績。比如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產黨（CPM）從1977年開始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2006年11月剛結束的地方議會選

舉中，CPM更是贏得了約37%的相對多數選票，以超過其他政黨的優勢大獲全勝，獲得了175個

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獲得了選舉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選

舉產生的地方紅色政權。左翼組織在國會中也有62席，是國大黨及其聯盟和印度人民黨及其

聯盟分別擁有223席和187席之後的第三大政治力量，雖然沒有參加內閣，但確是國大黨和人

民黨都不得不爭取的關鍵力量。

而各地毛份子雖然一貫抨擊議會政治，也有過試圖參與議會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歡迎他

們參加議會選舉，而不要搞武裝鬥爭。比如在1985年有幾個毛份子派別參加了省議會選舉，

在八個省，共推出130個候選人，但最後非常遺憾的只得到了兩個席位。之後也有過很多次這

樣的嘗試，甚至在1990年，毛份子的一個派別印度人民前線（IPF）獲得了印度國會的一個席

位，當然同時它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武裝鬥爭，轉而「在議會進行階級鬥爭」。

但總的來說也許是出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毛份子的主流派系愈來愈表示出對選舉

政治的鄙視，如果問他們為甚麼曾經參加選舉而又落選，他們會解釋之所以參加只是為了進

一步暴露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虛偽性。

不過毛份子堅持那些在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政黨，都是靠賄選這樣的骯髒手段，即使共產黨也

不例外，而毛份子們的落選恰恰顯示出他們的崇高。我相信他們講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和

中國一樣，印度也有比較深厚的腐敗文化，賄選更是非常普遍，很多農民都向我證明在選舉

期間會有不少政黨的助選人員來用酒、食品、收音機等物品和他們換選票，他們也很樂於接

受這些。再加上根據2001年的印度全國普查，有34.5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會讀寫的文盲，更

使得選舉容易被當地有經濟勢力者操縱。

很難說清他們是因為堅持暴力革命而無法在選舉中成功，或是因為他們無法在選舉中獲得成

功，而變得更加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公開身份是報社編輯的毛份子的對話，他在毛份子



中被稱作為「理論家」，也許能比較全面地解釋他們的邏輯。

問： 你們為甚麼不考慮通過選舉來參與政治？也一樣可以為窮人爭取權益。

答： 那沒用，參加選舉就意味著腐敗，意味著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就像現在的印度共產

黨，它已經背叛了革命理想，我們相信毛主席的教導，『槍桿子裏出政權』，只有武

裝鬥爭才能為人民大眾贏得權力，真正的權力。

問： 甚麼是真正的權力？

答： 就是人民大眾可以說了算的權力。

問： 不通過選舉、代議制，怎麼來代表人民大眾的真實意願呢？

答： 我們當然有民主，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我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那才是

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乾淨的民主。

問： 為甚麼建立了革命政權就不會有腐敗？有一句格言叫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你

大概也聽說過。

答： 理論上是這樣，不過我們的革命政權不會，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樣。

問： 為甚麼？

答： 這很簡單，有個別資產階級份子混進革命隊伍裏搞腐敗，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

獻給了受壓迫的人民，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他自己決沒有一點腐敗。(當時他眼中閃

爍著不容置疑的光芒。)

五 毛份子要幹甚麼

有一個問題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假如這些毛份子真的掌握了政權，敢叫日月換新天起來，

會是甚麼樣子。儘管有很多歷史經驗表明，即使革命政黨當權後，也可能背棄原來的原教旨

主義態度，採取較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不過在一個有約四十萬人口的煤炭工業城市Godavari

Khani，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們大致的社會治理理念。這裏由於大量的礦

工家庭，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曾經是納薩爾運動的重鎮，該地現在還有一些諸如人民廣場，

列寧大街一樣的地名顯示出革命特徵，今天的礦工中依然有納薩爾運動的週邊組織和骨幹人

員。

最初從毛份子領導工人為了更好的勞動權益進行罷工鬥爭，在1980年舉行了一次持續五十六

天的大罷工，並迫使廠方讓步，這是當地工人的首次勝利，為毛份子贏得了威信。

在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之後，毛份子們意圖在該地區向腐朽的生活方式開刀，也許是工

作壓力大的緣故，當地很多礦工都有酗酒的壞毛病，一下工就愛到酒館花天酒地，糟蹋錢不

說，酩酊大醉回家還打老婆。毛份子的措施非常簡單，禁止礦工喝酒，有違反規定者，將召

開批鬥會，並用鞭撻等方式使他們記住教訓。同時毛份子還宣布，在該地區賣酒為「非

法」，責令當地的酒館在限定時期內改行關門，賣酒比喝酒罪行嚴重得多，被視為「毒害工

人階級」，如果超過限定時期仍然膽敢在礦區賣酒者，將被槍斃。誰都知道，毛份子可不是

開玩笑的，也沒人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幾天之內礦區一個賣酒的地方都沒有了，也再沒有

人喝酒了。從效果上來看，礦工們無處消磨時間，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還能夠帶更多的工

錢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礦工的妻子們也開始擁護毛份子。不

過當後來員警重新獲得了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後，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槍實彈保護酒館重



新開張，並保護酒鬼們進去喝酒，如今該地區又恢復了常態，不過毛份子需要向政府示威

時，酒館是一個比較主要的襲擊目標。

毛份子還有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大手筆，由於該地區大多數都是礦工家庭，產業單一，農副產

品都需要從其他地方運過來。一些小販就把價格抬得比較高，雖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給本不

富裕的礦工家庭增加了負擔，群眾意見比較集中，於是毛份子調查了周邊地區的物價後，張

貼告示，給從柴米油鹽到禽蛋魚蔬都規定了「標準價格」，宣布從今往後，如果有商販超過

標準價格販賣貨物，將被宣判為奸商，加以懲處。這一套做法在整個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

詢問一個毛份子，為甚麼不辦個平價商店之類的，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物價，他不屑地說，那

是資產階級的做法。

而毛份子最有威懾力的行動是放在打擊資產階級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該地區曾有兩個

大礦的經理先後被刺殺，一個現在公開身份是工人的「前毛份子」認為，當時他們是很講道

理，那兩個經理都以對待工人苛刻著稱，比如講工人覺得不舒服要請假，他們就不允許，或

者要脅要扣工資。於是毛份子首先客氣地和他講道理，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如果他仍然不

改正；毛份子將警告他在限定時期內必須改正；到時候如果工人群眾對他的態度仍不滿意；

這樣毛份子就已經仁至義盡了，他們將宣布此人為「階級敵人」，宣判其死刑，並派出特別

行動小組來執行。政府方面經常譴責毛份子「濫殺無辜」，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一些底層群

眾中間，毛份子被當作除暴揚善的英雄。為了證明自己的隊伍是大公無私的英雄，而不是出

於私仇的暴徒，我聽到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幾個毛份子告訴我曾有一個該省的革命同志，

自己殺了他的親哥哥，因為他哥哥是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給了窮人，

不管這個故事有沒有誇張的成分，他們對這種大義滅親行為的態度都頗讓我吃驚。

我曾採訪了Godavari Khani一個主要礦業公司的總經理Veera Reddy，當我詢問他對毛份子的

看法時，他的回答比較謹慎：毛份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推廣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

的，過去印度礦工見到經理要叫「老爺」，現在大家都認同人是平等的。我問他，你現在害

不害怕毛份子？他說，自己不怎麼怕，因為他和工人關係不錯，不過他補充，在有毛份子活

動的地方，經理們都比較小心，會覺得有隻眼睛在盯著自己。他同時抱怨，我們現在這些工

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隨便遲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評他們，更不可能開除他

們，是典型的大鍋飯。目前該地礦工的工資水準在每月250美元的水準，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

活全家。

由於印度的農民是不用繳稅，而且享受政府補貼的，所以毛份子也要小心的不增加群眾負

擔。他們通過一些被官方視為違法的手段籌措革命經費，除了在農村地區打土豪分浮財以

外，還會綁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們認為為富不仁的人來要求贖金，他們甚至承認他們「偶

爾」也通過販運大麻一類毒品來籌措資金，不過那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他們最主要的籌款

對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築承包商和當地政府之間往往有不可見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

是容易的籌款目標，在接到毛份子的通牒後大多會破財消災，息事寧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國

某工程隊的管理人員，據說他們也曾遭到打著毛份子旗號的劫匪，他們事先通知工程隊僱傭

的當地保安，某日某時要來工地拉鋼材，不得阻攔和報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過這些讓官

方十分頭疼的事情，特別在底層群眾中並沒有甚麼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農民都覺得毛份

子這樣做很好，有人這樣對我評價：「如果毛份子問誰要錢，他一定是活該。」

對於官方和西方國際社會把毛份子當作恐怖組織看待，很多人是不贊同的，因為印度毛派雖

然製造了很多刺殺和炸彈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員、員警當局、大地主等「階級敵人」



作為襲擊目標，從來沒有針對民用建築和公共場所。而且有毛份子還向我解釋，他們和紅色

高棉不同，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向員警洩露組織機密，即使退黨並且公開表示不

同意毛份子的主張，也不會被當作叛徒。

六 毛份子向何處去

我在印度的了解使我感覺政府依靠武力打擊是不可能消滅毛份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份子擁

有的群眾基礎以外，印度法律體系的嚴謹和低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對於證據的強調，要證明一個人犯罪非常困難，印度沒有思想罪或者言論煽動罪，要證

明一個毛份子殺過人更加困難，除非當場抓獲，或者在其據點連人帶槍抓獲，否則員警很難

做甚麼，一個毛份子只要不帶武器和紅寶書，走出叢林，宣布自己是一個「毛份子同情

者」，員警就拿他沒辦法，一旦政府的打擊減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槍開展武裝鬥爭。員警

對於毛份子非常絕望，所以很多員警假如有可能的話就不會把毛份子帶上法庭受審，很通常

的做法是在抓捕現場就將毛份子擊斃，匯報說毛份子負隅頑抗，或者把毛份子帶到郊外槍

斃，偽造現場說毛份子要逃跑。有一個在德里的毛份子告訴我，全國一年中被員警秘密處決

的毛份子有上千人，一個海德拉巴的毛份子告訴我，僅在該省去年毛份子就有超過220個被

殺，這個數字大概包括在戰鬥中被誤殺的平民，而根據人權組織的報告在過去的16個月中有

211個毛份子被捕後被秘密處死。也許統計管道不同，我無從核實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不過可

以確信的是，殺戮和鎮壓反倒刺激了一些毛份子「唯有犧牲多壯志」的激情，很多毛份子懷

著為革命同志討還血債的仇恨，把員警作為報復的目標，而這又更加刺激了員警對毛份子的

圍剿，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在海德拉巴省，2004年10月在國大黨當選後在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欖枝

表示願意和毛份子談判，毛份子們之所以接受談判的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受重慶談判的故事

的影響，也想利用這次談判，在政治上佔據主動。和談期間，雙方都宣布停火，政府要求毛

份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其參加聯合政府；2002年Andhra Pradesh省和

毛份子也舉行過類似的談判，但最後都以談判破裂，雙方重新開戰為結局。因為毛份子提出

的條件最主要兩條，一是，審判曾經秘密處決毛份子的員警，為革命同志報仇；二是，實行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兩個條件顯然政府無法滿足。

包括毛份子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鬥爭何時能取得勝利，或者說應該向何處發展，有

時來自尼泊爾或者委內瑞拉的消息會讓他們感到振奮，不過更多的時候他們處在被邊緣化的

悲憤和焦慮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堅持到底」。但同時他們仍然有一種希望在支

撐著他們，一是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核心人物都非常愛讀喬姆斯基的著作，那

些資訊使他們相信，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已經是強弩之末，多行不義必自斃；二是寄希望一個

天才領袖的出現，帶領他們經過「長征」通向最後勝利，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革命也曾經經

歷過漫長的低谷，曾有一個毛份子告訴我說：我們的革命現在非常艱難，目前勝利的希望很

渺茫，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一定會有一個天才的革命家領導我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我

問：甚麼樣的天才革命家？他認真地說：那個人應該就是毛在印度的轉世靈童

（incanation）。我開玩笑說：「不巧呀，毛的轉世靈童現在在北朝鮮。」他瞪了我一眼：

「我們還會等待他的下一個轉世。」

七 寬容激進也是維護民主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簞食瓢飲的甘地、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

的素食主義，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有人高舉暴力革命的旗幟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

事情。

實際這是一種美麗的誤會，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宣導就並非政治舞台上唯一一種聲

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Bhagar Singh）是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

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

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

加‧辛這樣的革命志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

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乾枯的老頭子坐到一張談判桌前。

很多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者。而印度教帶給印度

社會的一個重要副作用就是種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時候，不願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勢力，宣

揚一種相互妥協的觀點，比如不同種姓「不一樣但是平等」，「人的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

短，功能也不同，但沒有高下之分。」這種觀念是意圖調和種姓之間的矛盾，但卻不能使低

種姓的知識份子滿意。而安貝德卡（Ambedkar）博士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這位來自達

里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

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面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乃至於

甚至表示過，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

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衝進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只

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乾

脆組織了諸如達里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但這些人的堅持卻使得印度的上層社會不得不傾聽

來自弱勢族群的聲音，最後促成了給與低種姓階層在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一系列優惠保障政

策。而安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後贏得了印度主流社會的尊重，他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

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幾乎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

塑像。

在印度這種對激進主義的同情乃至支援，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情感。在主流知識份子

中，也不乏毛份子的支持者，比如我採訪了德里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漢蒂

（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放棄為毛份子辯護的機會，把他們稱作

「推進社會進步的一支積極力量」。而在奧斯馬尼亞大學（Osmania University，為公立大

學有五十多萬學生），一次和二十幾個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座談中，我聽見不止一

個人表示印度現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驚，就問他們有多少人持這種觀點，沒料到

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我問他們，為甚麼他們這麼喜歡文化大革命，他們回答文革才能帶來

平等。我向他們解釋，和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樣，其實文革中人和人的關係並不平

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農階層來鎮壓原來的上層社會人士，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不平

等，而且工人農民通過文革在生活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好處，國家經濟經過文革處在崩潰的

邊緣。我解釋這意味著在印度如果來一次中國式的文革的話，婆羅門都得淪為賤民，大學教

授得去掃馬路，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有一個人大概覺得我是胡說八道，臉漲得通紅，拂袖而

去。我又接著問：你們還有多少人認為印度應該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幾個人舉起手

來，其中有一位是社會學系系主任，還有一位博士生(後來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羅門)。也許

社會學專業的學者比較左傾一些，但仍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

下：「一個人的毒藥，對另一個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

不僅在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中間，在印度政府高層也同樣有一種對激進主義者的同情情緒。在

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的發現，儘管在毛份子眼裏國大黨之流，都是資產階級份子，共產黨也

是修正主義份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訴，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鎮壓毛份子比國大黨還要積極，徹

底走上了反動道路，比如他們的領袖查魯‧馬宗達就是1972年在共產黨執政加爾各答被捕並

死在獄中的。但政治家們通常對毛份子用比較包容的心態，比如當重要毛份子被捕的時候，

很多地方政治家會呼籲公正審判，確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份子視為同盟軍，比如印共

（馬派）海德拉巴省的省委書記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在我採訪

他時，他表示雖然共產黨對毛份子的激進做法並不贊成，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推進土地改革

和社會公正也確實有積極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寬容的態度瓦解感化毛份

子，而不是光用鐵腕打擊，也是印度政壇的主流意見。比如2006年初會議上總理曼莫汗‧辛

格在提醒毛份子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兩條腿走路」的對策。除了採用有

效的員警行動，還要使他們減少被剝奪和被拋棄的心情。例如進行一種寬鬆的招安和復興工

作，並且在受毛份子控制的地區實施各種農村建設和改革計劃，如實行農村就業保證計劃、

緩解農村高利貸盤剝、制止基層官員員警對農民的侵擾等等。甚至一位前任員警總監Prakash

Singh，他和毛份子鬥了一輩子，退休後卻寫了很多文章，呼籲社會理解毛份子，呼籲政府把

著眼點放在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軍事打擊上。

恰恰是這些寬容明智的政策制訂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會爆發

一場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裝革命，但那些喧囂的革命呼聲，卻在給社會敲響警鐘，讓

養尊處優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過於被惰性麻痹，盡力去滿足社會變革的願望，緩和社會矛

盾，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假如情緒被長久積壓，無法釋放，最後爆發出來會更糟。在去印度

之前，我一直把激進主義思潮當作一種社會發展中的非建設性力量，對於革命宣傳我是反感

的，而在印度的觀察，讓我固有的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也許在一個有足夠包容力的憲政框架

下，適當的激進主義同樣有一些建設性的作用，就好像為了達成一個社會進步的目的，既需

要有人唱白臉，也需要人唱紅臉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長期存在，和明智的領導者的不斷妥協改革，才

使得印度這個和中國一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不會徹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郭宇寬 現職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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